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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对 Q 市一居民小区的水费缴纳行为调查研究表明：

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并依赖于组织中公认权威的号召与带领；集体行动困境的最终解

决需要领导权威将成员的共同利益转化为一致的利益偏好和行动取向，从而消除成员的“搭便车”心理，采取一

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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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制度改革引发集体行动 
 

Q 市一居民小区是有十几年历史的单位家属楼，

分为 4 个单元，共 48 户。在自来水公司改革之前，该

小区的水费由单位聘专人统一管理，每月定期入户查

表并征收水费。各个居民家庭按照自己的实际水表数

交水费，因此改革之前居民对于水费缴纳不存在争议。

2008 年 6 月 Q 市自来水公司实行改革，各居民小区的

水费缴纳全部统一由自来水公司管理。各居民小区解

除单位差别，全部以楼为区分，一栋楼为一个单位设

一个水表，每栋楼必须在每个月的 25 号之前将整栋楼

的水费上缴，而且自来水公司明确规定不受理单个住

户及单个单元的水费，必须全部缴纳之后才予以受理。

如果在规定的最后期限没有上缴，自来水公司将停止

供水。并且必须在每户上缴规定罚金(100 元)后才予以

重新供水。近几年，该楼的人口流动性较大，非本单

位人员的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而且，该单位已经倒

闭，无人管理。在“差序格局”日益解构的小城市社

会之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沟通和人际交往。很

显然，这样的缴纳方式，尤其对外来人口较多的居民

楼来说，没有沟通肯定无法实现楼内每位居民都积极

参与的集体行动。但这栋楼的居民来自不同的工作领

域，改革之前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利益关系。突如其

来的水费改革给楼内的每户居民都提出了难题：水费

如何缴纳?该由谁出面管理？这项制度改革所引发的

集体行动将如何开始呢？ 
集体行动的困境或曰集体行动的逻辑是行动个体

理性行为的非合作的博弈的结果。每位居民都有自己

的小算盘，大家都不想给自己添麻烦，都不愿出来沟

通、出头协调，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这激发

了笔者进一步调查的好奇心，希望挖掘这一集体行动

开始的深层原因以及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具体措施。

本文即以已有的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为模板，以

笔者调查的水费缴纳事件为个案，进一步深入探讨集

体行动的困境并挖掘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具体措施，

从而为现实工作的开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理论模型：集体行动困境的 
分析模型 

 
在介绍集体行动困境的分析模型之前，我们必须

了解，什么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搭便车行为是

如何产生和运作的？ 
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

偿共享的物品，公共物品十分常见，比如，在现代社

会中，不付费公路、公园和民主、国防等都是常见的

公共物品。虽然社会多数物品不是公共物品，但公共

物品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明得以存在的关键。比如，

国防这一公共物品，如果没有，侵略者想打就打进来，

整个国家势必灭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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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搭便车”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

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

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

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

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

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奥尔森同

时认为，“搭便车”困境会随着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

增加而加剧：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

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会减少；当群

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

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减少；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

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降低； 当
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

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因此，在一个大群体

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个公共物品，但每个人

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

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

“搭便车”困境[2](13)。 
其次，我们必须理解集体行动的形成与集体行动

的逻辑是什么。集体行动是一种社会建构，是行动者

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

程。对于集体行动来说，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形成一

个集体认同感。为了形成集体认同感，一个群体必须

把自己界定成为一个特定群体，而它的成员则必须发

展出关于集体行动的共享观点，发展出共同目标[3]。

也有学者认为集体行动就是团体行动。心理学家塔菲

尔将“团体行动(inter-group behavior)”界定为“人们

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做出的行动，是团体成员采取的统

一行动”。根据这一界定，笔者认为，团体行动的本

质在于它的“统一性”。之所以称某种行动是“集体(团
体)行动”是因为这种行动首先是在接受了某种价值观

的前提下进行的，并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以这种

价值观指导下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为目标。因此，

我们认为集体(团体)行动的共同利益与其价值观是

“统一的”，其行动结果也是同这种共同利益 “统一

的”[4]。 

具体而言，集体规模愈小；集体成员的来源越一

致；集体成员间彼此联系的时间越长或者集体存在的

时间越长；集体成员间社会和物质关系越接近；集体

成员(或小集体)的目标越有差异(以互补的方式)；集体

对于不行动所致损失的敏感性越强；集体成员间财富

或权力的分配越不平均[5](39−40)，集体行动更可行。 
对于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

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

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

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   
益[6]。并指出，个人理性(利益)和集体理性(利益)之间

存在冲突，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      
件[7](120)。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

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

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

有些相关的事务。”[8](48)因为行动个体的个人理性并不

能保证集体理性，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

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

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这样集体行动

困境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奥尔森同时认为，由于集

体行动的成果属于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一旦集体行

动成功，所有集体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

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这种成本—收益结构势必

导致理性的、自利的集体成员普遍采取坐享其成式的

“搭便车”行为，而不会自愿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

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奥尔森的所探讨的其实是集

体行动的困境或“无集体行动”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集体行动的分析模型有哪

些？这些分析模型是否能有效对Q市居民的水费缴纳

行为进行解释？在理论界，影响最大的集体行动分析

模型有三：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

逻辑。 
公用地悲剧是 1968 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Hardin)

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用地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提出来的，此文

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

公共利益受损恶果的。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

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

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

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

求自己的最大利益。”[9] 
而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

说明：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

累托最优状态。在这个博弈局势中，局中人为了追求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了理性选择。但事实表明，

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最好的结局，而当存在帕

累托改进的机会时，局中人也并没有“珍惜”这个机

会，于是他们做出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达到了帕

累托最优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违背集体行动选择的

结果并不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因此，囚徒才陷入了

理性选择的困境[4]。 
与囚徒困境描述的一次博弈所导致的个人理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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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理性的矛盾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集体行动的

逻辑是在 n 人存在的场合下，反复式的迭演博弈所导

致的集体非合作性结局；与哈丁叙述的个体理性导致

集体非理性的过程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则是存在

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不会为共同利益而采

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概括来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

的逻辑包括：首先，集体行动的逻辑关注的首要问题

不是人们如何成功地采取集体行动，而是“集体行动

失败”，或者说“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并不是

一种自然现象，在很多情境下“集体不行动”才是自

然的结果[10]。其次，集体行动困境出现的原因是“搭

便车”。“搭便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不参与集体

行动，个人不参与集体行动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个人

有其他人供给集体物品的预期，自己采取不合作；二

是，供给某些集体物品需要满足一定规模的资源条件，

个人认为自己即使采取合作也不能影响集体物品的最

终供给，所以决定不参与集体行动。只有第一种情形

才是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搭便车”[11]。最后，集体

行动的逻辑是对集体行动困境的解释，这主要是针对

大集团而言的[12]。 
 

三、行动实践：集体行动困境的实 
证分析 

 
(一) “搭便车”蔓延：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改革后的 Q 市居民的水费缴纳行为发生重大改

变，水费缴纳行为不再是一种单位统一管理的模式，

而是变成了一种集体博弈的行为。改革第一个月即 6
月份，本单位的几个积极的中年员工开始走到一起商

量水费的问题。而这期间，不管是本单位还是非本单

位的其他家庭，都没有出来参与讨论的。这令那些积

极的居民很是气愤。但大家又都觉得现在出头商量一

下，总比最后每家罚 100 元划算。于是，就在这几个

积极居民的带领下，每户平摊 10 元，收齐之后由其中

的两位居民一起去上缴了供水公司。第一个月的水费

就这样上缴了。到了 7 月 18 号，又该交水费了。楼里

没有动静。还是那几个居民在商量以后怎么办。经过

几天的商议，大家想出两个对策：第一，在楼里选出

一位懂水表的人专门负责每月的水费缴纳，每月入户

查表，这样大家就可以像从前一样按自家表数上缴了。

但是，活儿谁都不愿意白干，这需要每户交出 2 元钱

作为报酬付给专人；第二，采用平摊方式(暂定 10 元，

多退少补)，每个单元负责收齐各自的钱，然后每单元

轮流派人上缴供水公司。第二个对策就是将责任范围

缩小，即要求每位居民都负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商议出对策已经接近最后期限了，因为大家要么忙着

工作，要么忙乎自己的事情，要么漠不关心，所以总

是聚不到一起，无法决定最终的对策，因为这其中每

位居民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楼里有这么几户特殊家

庭，常年一个人居住，表示一个人住跟三个人住平摊

一样的钱很不公平，不愿意平摊。入户查表是最合理

的选择，但要每户出几块钱请专人，也有人不愿意，

所以很难协调，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二) 权威出现：共同利益取向初步形成 
7 月 24 号下午，几个积极员工决定分工，每人负

责一个单元，先每户收 10 元，将这月的交上，不在家

的帮忙垫上。大家已经很气愤，决定必须把大家都召

集出来定下对策。傍晚，居民们在这几个员工的号召

下纷纷出来商议对策。大家也都认为这两个对策可行，

但哪个是最合理的，大家各执一词：每家收 2 元钱，

可以按自家的水表数交费，但是，好多人已表示不愿

出这 2 元钱；平摊，有常年一个人住的居民表示不愿

意。总之，不管哪个对策都有不愿意合作的居民。这

样很难达成一致。但是不可能因为这么几家不愿意就

断了整栋楼的水。最后这几个员工决定：让大家出 2
元钱虽然可以按表数收费，但是很多人明里暗里表示

不愿出，而且这样的专人也不容易找，所以只能平摊

了。对于那些不愿意的居民只能要求服从了，要不请

他们自己想出再好的对策来。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过程当中，本单位的这

些积极员工成为该事件的权威。正是在这些公认权威

的带领下，大家逐步消除那种侥幸的“搭便车”心理，

纷纷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承担起各人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最终使得其共同利益取向初步形成，集体行动慢

慢步入正轨。于是，大家开始讨论平摊这种方式。笔

者调查得知，大部分居民(80%以上)还是同意请专人负

责的，但是钱收不齐专人的工作会很不好做。而平摊

的必然结果——按照哈丁的公用地悲剧来分析——水

费会逐月上升。48 户居民水费平分，没有很高的公德

心的话，不再节约用水甚至浪费水会屡见不鲜，这是

居民们最担心的事情。可是，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

下，平摊是无奈之举也是最好的选择了。 
(三) 组织权威和利益偏好：集体行动的顺利运作 
笔者所调查的水费缴纳事件，正符合奥尔森所论

述的这种在 n 人存在的场合下，反复式的迭演博弈所

导致的集体非合作性结局。在这一事件中，同一栋楼

内的居民是存在共同利益的，那就是只要有一户不缴

费，那么整栋楼就会被罚停水。这便需要楼内的每一

位居民不仅自己积极缴费而且还应该积极做好那些不

愿意缴费的居民的工作，说服他们也积极缴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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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搭便车”心理的作祟，以及缺少一个真正的组

织权威来出面协调解决，居民的这种共同利益无法形

成行动者的利益偏好与行动取向，因而致使集体行动

一度陷入困境而无法形成。 
奥尔森指出，即使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

性的个体也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

正如水费缴纳事件中，每一位居民都是理性个体，大

家在采取行动之前都会权衡一下所付成本与所得回报

之间的对比关系。当所付成本高于所得回报，或者付

出与不付出的所得回报无差别时，大多数理性的个体

是不会采取积极行动的。即不会为了整栋楼的居民用

水这一共同利益而奔走呼号，因为很显然，“我”出不

出头既不会有什么损失更不会有任何回报，反正最后

肯定有人着急出来解决的。正是由于居民们大都存有

这样侥幸的“搭便车”的消极心理，致使合作性的集

体行动难以形成而一度陷入困境。 
在水费缴纳事件中，奥尔森所阐明的在 n 人存在

的场合，反复式的迭演博弈导致集体非合作性结局也

得以体现。一栋住有 48 户的居民楼，改革后的水费到

底应该如何收、如何缴纳，在改革的头 2 个月，因为

缺少一个真正的权威来决定而始终难以定夺，于是居

民们上演了反复式的迭演博弈。平摊或入户查表按表

缴纳水费，总存在不合作的居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合作性集体行动难以形成。 
最终在这几个积极居民的号召下商议并决定就采

用平摊的方式，尽管还有不合作的居民。这样看来，

集体行动要步入合作性的正轨，必须出现一个权威性 

的领导，将原本存在的共同利益转化为一致的利益偏

好和行动取向，集体行动形成并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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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water charge in Q-city in Residential Region shows that the forming of collective 
action depended on the common benefits between the remembers. The forming of collective action relies on the public 
authority’s call and leading, and further eliminated the members free-rider psychology.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needs the leading authority makes the common interests into consistent interests prejudice 
and action orientation, then takes the sam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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